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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官倫理：「被告認罪協商比較好結案」？ 
 

劉宏恩 
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壹、實例問題 

    藝人Ａ女轉為幕後經營某模特兒公司，不料某日她旗下模特兒Ｂ主張遭其詐
欺背信而提出告訴。檢察官Ｃ偵查時，告知Ａ其行為確可構成詐欺背信，若其自

白認罪，則檢方可以向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使Ａ無須真的入獄服刑而僅需易

科罰金或宣告緩刑。Ａ表示自己真的是無辜的，她真的沒有要詐欺背信Ｂ的意

圖，純粹只是溝通誤會和金錢給付遲延而已。但Ｃ要求Ａ要好好想清楚，若不願

自白認罪，那他就會公事公辦，後果自行負責。Ａ雖覺勉強，但怕自己若是連表

示考慮都不願意會完全不給檢察官面子、激怒檢察官，所以同意回去再想想看明

日再回覆。事有湊巧，偵查庭結束之後不久，狗仔媒體記者便在即時新聞報導「檢

方消息指出，Ａ女願考慮認罪協商」，並影射Ａ應該是自知有罪。但是Ａ女隔日

回覆檢察官，自己真的是無辜的，不願只是因為怕坐牢就承認自己有罪。於是檢

察官依通常程序將Ａ起訴。 
 法院首次開庭行準備程序時，法官Ｄ訊問被告Ａ是否認罪，Ａ再次重申自己

是無辜，不願認罪。Ｄ當庭表示「這麼簡單的案子，而且檢察官已經掌握充分證

據，難道你要浪費時間走冗長的交互詰問與辯論程序，結果最後還可能判得更重

嗎？你認罪就可以獲得緩刑或易科罰金，你知不知道？」Ａ當庭痛哭說「檢察官

給我壓力叫我認，我以為法官會還我清白，為什麼法官你也叫我認？」法官Ｄ表

示「我只是告訴你法律上的程序就是這樣子走而已，你若不願認那我就依法處

理。」次日狗仔媒體新聞報導：「藝人Ａ女自殺身亡，遺書痛陳司法不公」。 
（註：實務上雖然曾有民眾穿紅衣紅鞋自殺，並留下遺書控訴「檢察官逼我認，

法官也逼我認，司法冤枉我」，但本實例情節為作者所擬，並非該案具體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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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爭點 

檢察官及其所屬於偵查中，可以將被告願考慮認罪協商的資訊對外透露嗎？法官

可以介入或施壓被告做認罪協商嗎？法官在進入審判程序之「前」，在準備程序

中就明示暗示被告「我認為你有罪你應該認罪」，是否違反法官中立客觀義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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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人民對於司法的信賴？審判時，法官心中可以存在「若是被告認罪我就可以

不用浪費時間開庭也不用寫判決書」的心態嗎？ 
 

參、解析 

一、「認罪協商」與法官中立    

理論上，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近十餘年來修正的主軸之一，是加強落實當事人

對抗主義的精神、強調交互詰問及辯論的實行，讓法官較居於中立的角色，以避

免過去容易受到質疑或誤解的「法官和檢察官兩個打被告一個」的訴訟進行方

式。然而事實上，此一當事人對抗主義與交互詰問的實施，大幅增加了法院進行

案件審理時所需的人力及時間，尤其刑事訴訟法在民國 92年增訂第 284之 1條，
強制法院第一審必須由三位法官合議，更使法院的人力及時間捉襟見肘。於是

乎，如何疏減案源、使得必須進行真正審判的完整訴訟程序的案件量可以大幅減

少，又成為配合上述司法改革主軸的「配套目標」。 
在這樣的背景下，「認罪協商」及簡式審判等制度之所以被引進台灣，一開

始就不是為了程序正義和增進民眾對司法信賴，而是為了達成「疏減案源」的政

策目標。因為依據刑事訴訟法於民國 92年、93年增訂的第 273之 1條及第七編
之一的規定：一旦被告願意認罪，或是與檢察官達成協商合意，則法院便可不實

施證據調查、交互詰問及辯論等審判程序，而且判決書可以簡略格式為之，法官

毋需自行探求判決理由。 
但是，如此一個又符合司法高層「政策」、又可以減輕法官的沈重工作負擔

的制度，是否可能構成部份法官涉嫌違反法官專業倫理、甚至違反法官法定義務

的一種「誘因」？實務上，法官在進入正式審判程序之「前」，於首次開庭的準

備程序中，就明示暗示被告應該認罪的情形，並不是非常罕見。雖然依據刑事訴

訟法第 273條，法官得於準備程序中訊問被告是否為認罪之答辯，但這是否代表
法官可以進一步去施加有形無形的壓力給被告，要求被告「好好考慮應該認罪」

或是語帶威脅「不認罪你後果要自行負擔」？從法官專業倫理及法官的法定義務

來看，答案顯然應該是否定的，因為法官身為一個依法必須在審判前推定被告無

罪的中立的裁判者，不得在審判開始前於心中預設立場，更不得在審判開始前就

公然施壓被告承認有罪1。 
「認罪協商」制度引進自美國，但是為了維持法官中立客觀的裁判者角色，

美國的法官倫理及法律規定明白禁止法官介入檢察官與被告之間的認罪協商，法

官當然不得要求被告配合認罪2。這一方面是基於「當事人對抗主義」與「無罪

推定」的精神；二方面是希望避免由於法官的預先表態對被告造成壓力，以致於

無辜的被告極可能迫於無奈而認罪（「我若現在不認罪接下來是誰要審理我？就

                                                
1  可參考刑事訴訟法第 153條、法官倫理規範第 3條。 
2  可參考美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 1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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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個已經明示暗示說我有罪的法官要判我，我怎麼敢不認？」）；三方面法官若

是這樣做，根本性地破壞了當事人對於法院應屬中立客觀公正的信賴，當事人更

容易認為「法官是站在檢察官那邊」、「法官和檢察官兩個打被告一個」。 

二、關於「偵查中認罪協商」的常見檢察官倫理問題 

 除了前面一節所提到的「審判中認罪」的法官倫理問題，檢察官在「偵查中

認罪協商」的表現也同樣會有專業倫理議題。一方面檢察官同樣必須嚴守無罪推

定原則，同時注意對被告有利及不利之事證，不得以使被告定罪為唯一目的3；

二方面檢察官與被告協商時，不得用脅迫利誘、疲勞訊問、笑謔怒罵或其他不正

當及不專業的態度4；三方面，有關被告於偵查中是否自白認罪、是否願意考慮

認罪協商以及認罪協商的過程等，不但屬於偵查不公開的範圍，而且亦屬職務上

所知悉之祕密，檢察官及其所屬不得將之對外洩漏，使輿論媒體對被告產生偏

見，並可能使被告未來受到不公平之審判5。如同本文實例中所呈現的，被告之

所以曾經表示「願意考慮」認罪協商，有可能是因為法律上不瞭解其意義而不知

該如何回覆，想要回去找律師或家人討論；也有可能是因為不敢直接拒絕檢察

官，害怕自己激怒檢察官（小老百姓 vs.掌握國家公權力的檢察官，哪裡有如同
私法自治契約自由那般的平等「協商」空間和心情呢？）。但是這樣的訊息對外

洩漏，卻可能被解讀成「被告心虛」、「被告自知有罪」，除了影響輿論媒體，甚

至可能使法官對其產生偏見，而且，即使日後被告被判無罪亦已造成其名譽上難

以回復的損害。我國實務上，新聞媒體在檢方偵查中便報導被告願考慮認罪協商

的情形屢見不鮮，雖然未必是檢察官自己本人對外洩漏，但是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19 條明文規定：檢察官對於偵查中受自己指揮的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
等人，有義務監督其行為符合人權保障與正當法律程序且依法行使職務。換言

之，檢察官不能託辭「不是我跟記者說的」就免除其應有責任。 

                                                
3  見刑事訴訟法第 2條、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9條。 
4  可參考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13條。 
5  見刑事訴訟法第 245條，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17條、18條。 


